乳癌病友姐妹支持性團體對失志程度的成效研究
壹、前言
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21）在2021年針對女性乳房惡性腫瘤的發生率的調查，發現在女性中排名第一，死亡率排名第二。女性乳房惡性腫瘤在全部惡性腫瘤發生個案中佔12.25%，在全部惡性腫瘤死亡人數中佔5.24%。而女性乳房惡性腫瘤的發生率排名在女性中的第一位，初次診斷為女性乳房惡性腫瘤者有14,856人，當年死因為女性乳房惡性腫瘤者有2,633人。在14,856位女性乳房惡性腫瘤個案中，經細胞學或組織病理證實者為14,814位，證實率為99.72%。經細胞學或組織病理證實的組織形態分布，以「侵襲性癌，非特定型」最多，佔女性個案之86.32%（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21）。
彭秀玲（2020）指出，情緒調節對於罹癌後的生活品質有助於促進較高的心理幸福感。施瑤玲（2002）提到，如果個體能夠有較高的希望感，對於生活品質將會有更大的影響。乳癌的疾病困擾、自我效能、術後時間和化學治療等也是影響要素（鄭素月等，2000）。
Peng等(2020)整理了相關的實務文獻，指出失志現象在整個復原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壓力、睡眠困擾或失志都會對乳癌患者的心理幸福感產生負面影響，而失志則會完全中介心理影響。換言之，失志對於個體的壓力和心理幸福感具有重要影響。當乳癌患者感到壓力時，若能控制失志因素，將使乳癌患者的壓力對心理幸福感的影響由負向轉為正向，這是復原的關鍵要素。
在乳癌罹患後的心理發展中，苦痛和成熟並存並構成複雜的關係。雖然可能出現主觀幸福感的失落，也就是憂鬱和焦慮的負向情緒較多，但也可能通過調節心理幸福感，提高乳癌患者的生活品質。國外學者提到針對癌症患者進行情緒支持為主的介入模式(CALM)對癌後復原有顯著療效。因此，若乳癌患者能調節失志情緒，就能改善睡眠困擾等壓力反應，提升自身的心理幸福感。
貳、文獻探討
一、乳癌成長的趨勢
癌症病人的心理健康逐漸在癌症醫學領域引起各專業的重視，不同類型的研究在學術界、臨床或政府機關不斷興起。台灣也於2007年成立了台灣心理腫瘤醫學會，推廣癌症病人心理健康的篩檢、促進、教學、相關學術研究和臨床應用。研究指出，癌症病人在面臨初診斷、病情變化（轉移或惡化）、治療副作用、家庭功能改變、個人角色衝擊等不同狀態下，常伴隨著明顯的憂鬱、焦慮和適應不良，這些都會影響病患在配合治療、回診、進一步檢查、服藥遵從性等行為，進而影響到病情的預後、治療的完整性和病患的生活品質(Meraner等，2009)。
在心理腫瘤的相關研究中，發現約有30~45%的病患達到臨床上顯著的心理痛苦。如果病患的心理痛苦一直沒有被發現且給予適當的介入，那麼極有可能會成為慢性心理健康問題，甚至併發相關的心理/精神疾病(Gregurek等，2010)。
[image: ][image: ]台灣癌症登記中心（2019）所提供的統計資料顯示，在乳癌發生年代年齡別發生率曲線（資料僅含侵襲癌）統計資料（圖1）中，自1981-1985年起，女性罹患乳癌的年齡落在45-49歲之間，且年齡發生率為42.41%。然而，到了2011-2015年，女性的年齡上升至60-69歲，且年齡發生率為205.67%。同時，台灣癌症登記中心（2017）的統計資料也顯示，在年齡標準化發生率長期趨勢（資料僅含侵襲癌）統計資料（圖2）中，從1980年至2019年，女性罹患乳癌的粗發生率逐漸上升，由最初的9.32%增加至目前的124.98%。圖1 發生年代年齡別發生率曲線(資料僅含侵襲癌)
圖2 年齡標準化發生率長期趨勢(資料僅含侵襲癌)

以上資料顯示，台灣女性罹患乳癌的比例逐年上升，且罹患的年齡層也逐漸提高。瞭解這些數據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關注和管理乳癌相關問題，並提供更好的預防和治療措施，以期減少女性罹患乳癌的風險和提高生命品質。
二、乳癌病友復原後的困境
國內邱淑卿（2002）進行的訪談研究發現，乳癌患者在罹病前曾經經歷過重大事件，包括：重大疾病傷害、睡眠型態改變、飲食習慣改變、家庭經濟困難等。其現象顯示重要事件與罹患乳癌有關連。國外學者Greer與Morris(1978)將反應壓力的方式分為壓抑、積極表達和正常表達三類，五年後的追蹤研究發現，壓抑情緒，尤其是壓抑憤怒的特質對乳癌有預測能力。研究指出，在乳癌診斷確定前處於壓力狀態的婦女更容易罹患乳癌，從壓力反應可以看出，乳癌患者會出現情緒低落的現象。在實務上，提出了失志（demoralization）現象的概念。失志不同於憂鬱，憂鬱具有缺乏動力（motivation）和無法感受喜悅（anhedonia）的特徵，而失志則是一種無望或無助的情緒低落，包括無意義感、情緒不安、沮喪感、無助感以及失敗感(Robinson, Kissane, Brooker,& Burney, 2015)。根據失志症候群（demoralization syndrome）的八項診斷標準：(1)失去生活目的或生命意義；(2)對未來失去希望；(3)感覺被困住或悲觀；(4)覺得想放棄；(5)不能因應困境；(6)覺得被社會孤立或疏遠；(7)有潛在自殺想法；(8)此現象持續超過兩週。這些定義和描述開啟了乳癌患者情緒低落的相關研究。
目前對乳癌患者失志現象的研究相尚不足。施寶雯（2010）指出，失志對於乳癌門診婦女的整體生活品質有最高的預測力。Peng等(2020)整理了相關的實務文獻，指出失志現象在整個復原過程中扮演著關鍵因素、壓力、睡眠困擾或失志都會對乳癌患者的心理幸福感產生負面影響，而失志則會完全中介心理影響。換言之，失志對於個體的壓力和心理幸福感具有重要影響。當乳癌患者感到壓力時，若能控制失志因素，將使乳癌患者的壓力對心理幸福感的影響由負向轉為正向，這是復原的關鍵要素。
三、罹患乳癌考驗個人所處的環境資源
近年來，癌症病人的心理健康逐漸在癌症醫學領域引起各專業的重視，不同類型的研究在學術界、臨床或政府機關不斷興起。台灣也於2007年成立了台灣心理腫瘤醫學會，推廣癌症病人心理健康的篩檢、促進、教學、相關學術研究和臨床應用。研究指出，癌症病人在面臨初診斷、病情變化（轉移或惡化）、治療副作用、家庭功能改變、個人角色衝擊等不同狀態下，常伴隨著明顯的憂鬱、焦慮和適應不良，這些都會影響病患在配合治療、回診、進一步檢查、服藥遵從性等行為，進而影響到病情的預後、治療的完整性和病患的生活品質(Meraner et al.,2009)。
四、失志情緒
彭秀玲（2020）失志則是一種無望或無助的情緒低落，包括無意義感、情緒不安、沮喪感、無助感以及失敗感(Robinson, Kissane, Brooker, & Burney, 2015)，目前對乳癌患者失志(demoralization)現象的研究相尚不足。施寶雯（2010）指出，失志對於乳癌門診婦女的整體生活品質有最高的預測力，同時，失志（demoralization）是一種心理狀態，在癌症病人身上，除了生理病痛，在個體的心理、社會及靈性層次，會隨著疾病影響而日益嚴重，但同時在這樣的狀態底下，個體會出現沮喪、失望、喪失希望及生存意志（洪曉琪等，2010）。
在乳癌罹患後的心理發展中，苦痛和成熟並存並構成複雜的關係。雖然可能出現主觀幸福感的失落，也就是憂鬱和焦慮的負向情緒較多，但也可能通過調節心理幸福感，提高乳癌患者的生活品質。國外學者提到針對癌症患者進行情緒支持為主的介入模式(CALM)對癌後復原有顯著療效。因此，若乳癌患者能調節失志情緒，就能改善睡眠困擾等壓力反應，提升自身的心理幸福感。彭秀玲（2020）指出，情緒調節對於罹癌後的生活品質有助於促進較高的心理幸福感。施瑤凌（2002）提到，如果個體能夠有較高的希望感，對於生活品質將會有更大的影響。乳癌的疾病困擾、自我效能、術後時間和化學治療等也是影響要素（鄭素月，2000）。
根據從何培申（2013）對394位乳癌患者的調查結果，發現92.1%的患者憂鬱程度達到輕度以上，82.2%的患者焦慮程度達到輕微以上，81.4%的患者有睡眠障礙等問題，這些數據顯示疾病會對個體的情緒造成不良影響。在傳統的文化中，女性在家庭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罹癌對於家庭生活會產生功能失序（賴念華、王承蘭，2011）。因此，個體和家庭會面臨直接和間接的壓力，因此需要特別關注調適問題。在面臨罹患乳癌的生理症狀時，患者的心理狀態會受到影響，尤其是手術後進行化學治療的患者，他們會感到身體不適，並對治療的副作用產生情緒反應，這種反應可能持續一年到三年。因此，在康復階段，社會支持和心理調適佔據了重要的地位。
隨著情緒調適議題的日益重視，乳癌患者對疾病的感知容易受到情緒和人格特徵的影響，而不同的生活型態使得慢性疾病成為國人的主要健康困擾，乳癌除了生理層面外，還具有心理、社會和靈性的複雜交織性影響。心理學家Grossarth-Maticek和Eysenck(1989)的研究首先提出癌症患者的人格特徵，包括對親密關係的維繫重視、對壓力有較深刻的無助感和無望感、對生活事件有非情緒的理性反應，以及不容易表達強烈的情緒感受。從這些特徵中可以發現，罹患乳癌的患者對自己有較高的負面感受，以及對關係上的重視較多。
乳癌患者對疾病的感知和對內外控的想法會影響病人在醫療程序中的穩定度，進而影響疾病控制和自我效能感（黃俐婷，1997）。研究顯示，若個體採取外在他人性、內在自我性和外在命定性的疾病歸因，則較容易採取被動因應策略，相對地，採取負向行為來因應者的適應狀況最差。
乳癌患者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而失去身心平衡，因此在治療過程中需要積極提升情緒調節能力。透過情緒調節的心理支持策略，可以鼓勵個體採取內控歸因，增強個人控制感並降低負向行為。此外，採取正向因應和增加社會支持對於乳癌患者的情緒調節也非常重要。在李玉玲（2003）的質性研究中，探討了癌症患者的復原力，發現若能在面對疾病時，關注自身的情緒調節能力及人格特徵的影響，並且採取積極的因應策略以提升自我效能感。在醫療程序中，個體的感知及內外控想法也會影響病人的穩定度和疾病控制，因此，疾病歸因的調整也是重要的復原因素之一。
在生活中，患者可以透過情緒調節的心理支持，採取內控歸因的方式增強個人控制感，減少負向行為的採取，同時增加社會支持和採取正向因應策略。從生命壓力事件的角度來看，失志的症狀對於乳癌患者的影響也不能被忽視，若能積極調節失志情緒，有助於改善睡眠困擾等壓力反應，提升自身的心理幸福感和生活品質。最後，透過增強個體的復原力因子，例如堅忍力、同理心、正向積極、社會支持、懷抱希望、學會放鬆、尋求資源、宗教信仰及幽默等，有助於患者在生活中更有韌性，有效地面對乳癌疾病所帶來的種種挑戰。
五、過往經歷的重大生命事件
根據Pravettoni等(2017)的研究，罹患乳癌本身就是一種生命的壓力事件。從症狀的發現到初期確診，再到接受一連串的治療和病程，個體都會受到不同階段所經歷到的壓力而有不同的反應。Lee等(2013)以台灣初診斷的乳癌患者為對象編制壓力量表，發現初罹癌的乳癌患者的壓力主要來自無法控制、沉重負荷、面對挑戰以及無法預測四個主題。
從壓力反應可以看出，乳癌患者會出現情緒低落的現象。在實務上，提出了失志(demoralization)現象的概念。失志不同於憂鬱，憂鬱具有缺乏動力(motivation)和無法感受喜悅(anhedonia)的特徵，而失志則是一種無望或無助的情緒低落，包括無意義感、情緒不安、沮喪感、無助感以及失敗感(Robinson, Kissane, Brooker,& Burney, 2015)，根據失志症候群(demoralization syndrome)的八項診斷標準：(1)失去生活目的或生命意義；(2)對未來失去希望；(3)感覺被困住或悲觀；(4)覺得想放棄；(5)不能因應困境；(6)覺得被社會孤立或疏遠；(7)有潛在自殺想法；(8)此現象持續超過兩週。這些定義和描述開啟了乳癌患者情緒低落的相關研究。
在臨床實務中，需要注意乳癌患者面臨的身體和心理壓力，並提供相應的支持和治療。患者的壓力源可能來自疾病本身、治療過程、家庭和社會因素等，需要對患者的情況進行綜合評估，以制定有效的干預計劃。在治療過程中，醫療人員應該注意患者的情緒變化，並提供情緒支持和心理治療，以幫助患者渡過治療的困難時期。總之，乳癌患者的情緒問題對患者的生活質量和治療效果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在治療過程中需要對患者的身體和心理狀況進行全面的評估和治療，以提高患者的適應能力和生活質量。
六、以社會支持理論結合敘事治療作為介入方式
（一）社會支持理論
社會支持相關論述最早是由Caplan於1974 年提出 他認為社會支持是由重要他人所組成 而這些重要他人會提供個人處理壓力問題時 所需要的心理鼓勵、訊息、物質、環境和金錢上的協助。
Sherbourne和Stewart(1991)提及社會支持內容提出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訊息性支持、社會互動性支持等四項。包含下列三類：第一種為情緒性關懷透過喜歡、愛或是同理心的方式來表達；第二種為工具性協助，以行動來提供社會支持提供所需之物質或服務；第三種為訊息性提供，提供與壓力情境有關的資訊；第四種為社會互動性支持，提供人際之間的非支持系統以及可運用資源在進行人際連結，透過社會支持為個體提供各種支持。
許多研究認為團體諮商方式的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能給乳癌病友帶來多元化的助益，特別在情緒紓解方面有顯著成效。Coward(1998)認為團體中的分享與支持，對於患者增進處理日常生活問題的能力，情緒狀態與生活滿意度有正向助益。Oz、Dil、Inci 和Kamisli(2012)對56 位乳癌患者團體前後測結果也顯示團體能夠發揮良好社會支持的作用值得善用。Chan、Law 和Leung(2000)研究香港癌症患者團體，認為參與團體能減低情緒困擾、身體疼痛、建立正向的自我感、增進壓力因應能力、提升生活品質、提升身體能量、內在個人信念，以及因應壓力的能力。Armaou等(2018)認為社會支持可提供癌症患者在事後復發有預防功能，包含人際支持跟環境支持；接著，Thoits(2011)指出社會支持和社會關係可通過七種機制改善個人身心健康，其包含：社會比較、社會控制、基於角色的目的和意義、自尊、控制感、歸屬感、陪伴感及感知到的支持可用性。
陳秀勤、王秀紅（1997）針對癌症病人的社會支持進行了具體的說明，社會支持來自於人際間的互動與關係建立，能主動提供心理支持與問題解決，協助的人是個體的重要關係人，同時強調社會支持關係與希望有所關聯，社會支持度愈高，希望程度也愈高，而非支持系統是個體社會支持往中重要的來源，所以，在研究裡發現社會支持與希望程度有正相關，其中的自我肯定和人際互動是希望程度最大預測變項，特別是國人重視倫理親情，更應善用社會支持的網絡，促進希望的形成。
（二）敘事治療
20世紀80年代後期，有兩位國外學者各別來自澳洲的社會工作者Michael White以及紐西蘭的家族治療師David Epston，他們因為不滿自己領域上輔導與諮商傳統作法，而發展出一個新的取向—敘事治療(Beels, 2001; McLeod,2003)。敘事治療旨在鼓勵當事人描繪自己的故事。通過訴說自己生命的故事，進行探究與重新看見自己。有句話是這麼說：「人生猶如一齣戲，敘說者是自己生命故事的導演」。當事人可以決定要當什麼角色，而這角色可以穿梭過去、現在或未來。一生中的每一段故事都呈現出對當時所處的社會、文化、情感所做的連結以及如何被建構與詮釋。對於敘事治療的「故事」，White(2007)也曾提過，那不是一般的虛構故事，而是包括事件、情境、順序、時間、及情節等五個部分的組合。至於，敘事治療師也不是一個「問題解決」的專家，而是強調開啟「生命對話」。敘事治療強調合作平等的諮商關係、問題外化的對話模式，以及發展替代故事的經驗（彭信揚，2009）。
後現代敘事的哲學觀點強調「外化對話」是由治療師與「當事人」共同解構內化論述的過程，它並非只是各式問句技術，更是具有反思論述的態度和社會建構精神(Epston, 1993)。在外化對話的過程中，問題被視為一個個別的實體，存在於人或關係之外。透過敘事治療建立起與乳癌支持性團體的團體文化模型，包含復原敘事、團體隱喻、感知利益及團體過程，提供乳癌病友在生活中創造交流、分享疾病經驗和提供力量的渠道。
Chow(2014)則提到敘事治療重視人們建構自己的生活故事來了解自己的生活，若從疾病來看敘事，故事往往很狹隘及戲劇化，但敘事治療師認為以多元的生活面向可協助人們積極與欣賞的角度來展開新生活，另外，敘述治療提供一個尊重諮商與社區工作的方法，協助將問題與個人分開，假設每個人擁有面對生活的挑戰。
敘事治療看待問題的本質會將其視為倖存者以外的一個來訪者，它非我們個人生命中的一部分，也非我們的失誤所在，而是在生命的旅程中，我們有機會可以碰見，這個過程協助我們將問題外化，重獲對自己的權力跟控制權，在詹美玉（2014）進行一項乳癌病友志工團體中便發現協助乳癌病友透過重寫個人生命故事的過程，會發現個人面對攸關生命的疾病，會讓他們想要尋求致病的意義，藝術性表達提供一種轉化故事的可能性，協助把情感和認知創造出一的新的自我意識，病友志工將前意識素材透過媒材來分享人生的局部經驗，透過分享來達到個人的覺察與成長，除了開創個人嶄新的故事外，看見罹癌帶來的苦痛，過程中，透過個人選擇與創作，產生實體作品的當下個人的完成經驗與詮釋經驗，可協助她們重拾生活面向的控制感與自信心。
(三)雙元模型：社會支持型的敘事介入
乳癌病友面臨心理調適上的困境，故Thoits(2011)強調社會支持和社會關係可以通過七種機制改善個人的身心健康：社會比較、社會控制、基於角色的目的和意義（重要）、自尊、控制感、歸屬感和陪伴感以及感知到的支持可用性。研究結果表明，對社會支持需求和偏好（社會支持團體、線上支持團體、面對面互動的特徵）。
即便如此，乳癌病友有了足夠的力量可面對生活之後，協助更新個人對議題的視角更為重要，Mcdonough等(2011)則發現乳癌倖存者如何去理解生活經驗這件事情，是非常經驗性的，且研究發現加強社會關係和社會支持作為一個管道，使我們可以理解乳癌病友在創傷後成長的作用，它提供一個新的想法，發現到若能擁有積極思考來嘗試新的生活經驗，協助個人挑戰具有成效的挑戰，同時滿足個人成長的意願。
所以，進一步我們就發現到，社會支持理論帶來的支持、舒緩之效作為一個厚實的情感基底，接著，透過敘事的力量，讓個人重新擁有看待困境的能力，而Coreil(2004)等便指出透過敘事治療可建立起與乳癌支持性團體的團體文化模型，包含復原敘事、團體隱喻、感知效益及團體過程，提供乳癌病友在生活中創造交流、分享疾病經驗和提供力量的管道，其該雙元模型能提供一個穩固的安全性團體，協助發展乳癌病友間的成員關係，也讓自己有改寫故事的力量。
七、以團體諮商作為改善乳癌病友面對個體失志狀態的策略
羅佳玲、吳秀碧（2015）認為以社區病友支持性團體作為團體介入，可協助乳癌病友得到社會支持的方式之一，在團體參與過程中，個體藉由主體性的詮釋，能協助他們看待自己的自我形象以及乳癌對自己產生的影響，從中理解團體諮商對個體帶來的介入形式，以及能提供自己何種功能，協助探索其內在意義，增進生活的希望感、對復原的期待感，團體現象促使矯正性經驗的再現，協助乳癌病友減少疾病、情緒及人際的複雜性連結，其可協助找到健康的生活型態，在另一項研究中，Diefenbeck(2014)的研究發現到以網路通訊為形式的線上支持性團體表示針對一項男女性轉移性乳癌患者進行四個月的線上支持團體感知治療效果的混合研究，該研究以量化為主、質化為輔，其質性分析探討11個因素中，有6個因素代表有顯著存在，顯示出團體凝聚力(90%)、資訊交換(85%)，普同感(75%)，灌輸希望感(75%)，利他主義(50%)和宣洩(45%)等六項的重要性。根據以上提及的概念，研究者將本次團體協助乳癌病友面對的策略有：
（一）社會支持
羅家玲（2008）分析社區機構術後復原階段乳癌病友從團體獲得情緒、人際、身體、靈性開展甚至減少醫療負擔的益處，甚至病友團體可提供家屬及病友心理支持（李芳節，2004；邱秋員，2004），支持性團體能協助乳癌病友面對自身的親密關係，從情感面、理性面獲得社會支持，已產生力量和信心來面對疾病的身心威脅（孫鳳岑，2005），進一步以醫院病人為對象的話，能減少焦慮感、增加人際支持且產生有效團體療癒因子（劉純如，2005；李玉嬋、王雪蓮、梁惠君、李佩怡，2013）。
（二）情緒支持
Spiegel、Bloom和Yalom(1981)的情緒與社會支持取向團體以86位乳癌患者為對象，在隨機分組後，以7至10人一組，每週一次支持性－表達性團體，並持續一年，自由討論家庭、人際溝通和因應疾病的問題，重要在於協助表達情緒及相互支持，團體成員平均比控制組多出18週的存活時間。表達性和支持性團體諮商取向（Supportive-Expressive Therapy, 簡稱SET）提到，治療關鍵在於充分表達情緒和獲得社會支持(Spiegel et al.,1999)。Robert、Piper、Denny和Cuddeback(1997)的研究指出，團體有助於減緩焦慮、增加普同感、情感支持與分享資訊等，而因素是主要的改善機轉。
（三）正向經驗
在Coward(1998)的分享性支持團體中，也提供正向改變的因子，其以16位乳癌病友參與8週團體後的結果，顯示團體有助於患者增進處理日常生活問題的能力，情緒狀態與生活滿意度有正向改善。在林俐君（2004）則探討未婚乳癌患者的困境與復原之道，了解到未婚乳癌患者具有對愛情關係的期待與害怕之不一致處境，所以研究建議宜多提供病友團體支持，協助患者學習正向面對力量與方法。
（四）人際支持
Coward(1998)發現支持性團體有助於讓乳癌病友進行人際連結，降低疏離感、無助感，由於所處文化相同、處境相似使得容易建立關係，多數參與的病友對支持性團體有積極性評價，對於管理身上的乳癌，促使增強了應對能力的信心，也在團體中分享焦慮的經驗，滿足了她們的需求。
綜言之，在社區辦理乳癌病友的支持性團體是一種協助乳癌病友獲得社會支持的有效方式，可以幫助病友看待自己的自我形象，理解團體諮商對個體的介入形式及功能，增進生活的希望感和復原的期待感。團體現象促使矯正性經驗的再現，協助乳癌病友減少疾病、情緒及人際的複雜性連結，找到健康的生活型態，國內外學者著重，社會支持、情緒支持、正向經驗和人際支持等皆是團體協助乳癌病友面對策略。這些策略能減輕焦慮、增加普同感、情感支持、分享資訊、提高生活滿意度和應對能力的信心。綜合以上文獻，以社區形式的乳癌病友支持性團體可以提供多種層面的支持，幫助乳癌病友應對疾病帶來的種種挑戰。
參、研究方法
國內目前尚未有針對追蹤期乳癌病友團體成效評估的實證研究，但洪曉琪等（2010）有提出癌症病人失志量表中文版之信效度檢測的實徵性研究，該研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據此將其評估癌症病人失志程度為基礎，作為姐妹支持性團體成效評估，亦是初探團體諮商針對乳癌病友之失志程度與復原過程的初始點，並從中整理追蹤期乳癌病友於團體中的轉化經驗。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混合研究設計，同時收集量化與質化資料以全面性地了解團體對乳癌病友的影響，故採用「同步三角校正設計」，於同一段時間分別蒐集並分析量化與質化資料，結合各種資料來源解釋結果以形成整體解釋(Creswell & Clark, 2007)。本研究以較豐富的質化資料為主，量化資料為輔。
（一）量化資料
為了解以社會支持為基礎的支持性團體，幫助乳癌病友因應失志的成效，故採用準實驗法中的單組前後測設計(one-group pretest posttest design)，於團體開始前先評估乳癌病友失志的程度，並於團體結束後再評估其改變情形。本研究以社會科學統計套裝程式(版本26.0; SPSS Inc., Chicago, IL, USA)，進行無母數Wilcoxon符號等級檢定，來了解以社會支持為核心的諮商團體對於乳癌病友減輕其失志程度之效果，統計顯著水準設定為.05。
（二）質化資料
研究者運用團體前面談、團體四個月後的追蹤之面談，且搭配觀察員於八次團體的紀錄進行主題分析，因研究者即為團體帶領者，故利用質化分析的主題分析法，將資料歸納後與量化進行核對與整合。
二、參與成員
本研究於2021年10月中於社群網路平台、LINE社群刊登、乳癌協會刊登團體招募訊息，共9人報名，經團體前面談後，依追蹤期乳癌病友對團體準備度及活動設計接受度，篩選7人進入團體，7位乳癌病友的年齡分布於40~70之間，性別以女性為主，團體過程中，流失2位乳癌病友，因此該團體研究以全程參加之五位追蹤期乳癌病友作為分析依據，該團體以封閉式為主，採取半結構式團體之設計。於第一次團體開始前邀請機構及乳癌病友各自簽署「研究同意書」。
洪曉琪等（2010）的研究發現，參與研究的214名的病人中，其中58名為男性(26.6%)、156名為女性(72.9%)，婚姻狀態為已婚者占最多(74.7%)，病患年齡分佈以51~65歲族群最多(52.4%)，其次為36~50歲族群(26.6%)。在癌症分類方面，以乳癌人數最多(51.8%)，研究結果顯示病人的平均分數為30.27分、最高分為77分、最低分為0分。本團體多數乳癌病友的前測失志總分均超過30分以上，故初期發現團體開始前，追蹤期乳癌病友的失志程度面臨較高度的變化。
表一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成員
代號
參與動機
乳癌病程
近一個月以來，您的情緒起伏狀況？
近一個月來，您感受到的壓力程度？
近一個月以來，您從周遭親友所獲得的支持程度？
失志程度分數
A
利他
追蹤期
1
1
5
71
B
情緒紓解
治療期
5
5
1
86
C
學習情緒
追蹤期
4
4
3
27
D
未能平衡生活角色
追蹤期
5
5
5
39
E
學習情緒
追蹤期
4
3
3
41








三、團體方案設計
本研究方案係參考國內外支持性團體、敘事治療介入之書籍與技術等相關文獻，針對乳癌病友設計一個共八個單元，每個單元兩小時的團體方案，團體中以橫式A3畫冊作為本團體每個活動的連結，其用途除於團體進行時使用過程，幫助乳癌病友在每次團體進行之間，仍保持與團體的連結與回憶；團體開始前及每次單元結束後，分別與團體協同帶領者、觀察員及督導討論後，調整並修改方案內容，以更為切合乳癌病友的實際情況與需求。
本團體目標有三個：
(一)鼓勵成員面對生病後的複雜情緒，發展支持與互助力量。
(二)協助成員分享照顧與被照顧經驗，提升家庭關係與生活品質。
(三)引導成員平衡生活期待與角色任務，找到穩定生活的節奏。
本團體歷程可分為以下五個階段：
1.社交階段：該階段處於彼此探索、認識，乳癌病友間會將各自的習慣、期待，放進團體互動中，透過繪畫自畫像來介紹自己的特質、興趣，過程中建立彼此的熟悉感、安全感，透過彼此一致認同的團體規範來澄清乳癌病友參與團體的動機，整合團體目標
2.連結階段：乳癌病友透過分享罹癌經驗，表達各自真實的想法，且能主動給予非肢體上的行為，能去真實的接觸，協助讓乳癌病友將內在衝突透過彼此的支持給軟化，而第二次團體中，分享了罹癌前與罹癌後的經驗，讓乳癌病友彼此有了相似經驗的連結，乳癌病友對於活動的參與度、準備度，使乳癌病友感受到彼此有一股姐妹支持的力量，加深乳癌病友對彼此的探索與對團體的投入程度，在進行團體內發言的深化，乳癌病友可主動分享、回饋、等待發言，且將團體中的學習帶回日常生活中產生適應性的改變。
3.共享關係階段：在該階段，乳癌病友之間可將專注力放在自己身上，同時，會對於乳癌病友分享的議題，給予個人的回饋，並且乳癌病友習慣以繞圈分享，且能從彼此的回饋中，學習道不同的經驗，乳癌病友對個人的自我概念有更加鮮明，情緒上的覺察也有許多經驗性的探索。
4.互助工作階段：乳癌病友可分享個人生活的成功經驗以及過去的成長史，發展出乳癌病友間的探索與重要性的了解，協助將注意力放在每個人身上，透過彼此給予的回饋，學習到好的方法，其可讓乳癌病友帶回自己的生活中來運用，而團體帶領者在此階段便是給予引導、回饋以及繞圈子的分享邀請。
5.退出與結束階段：乳癌病友在第八次團體進行了對乳癌病友的認識與收穫，不過由於團體整個過程皆有分享彼此的感謝之處，因此，在進行結束團體的環節，便較無出現分離焦慮的現象，不過，乳癌病友間彼此珍惜各自在團體當中互相回饋與分享、交流的學習，更有乳癌病友贈送兒子的遺物沙瓶給在坐的每一位乳癌病友及團體帶領者、偕同帶領者。表二　團體單元目標與摘要表如下：


表二　團體單元目標與摘要表
單元名稱
單元目標
活動內容
理論依據
第一單元
當，我們同在
1.評估成員之間的熟悉程度。
2.成員間能透過自畫像來介紹自己。
3.邀請成員間分享對團體的期待。
4.引導成員共同訂立團體規範。
1.團體前說明
2.讓我認識妳
3.我們這一家
4.分享與回饋
社會支持理論：情感性支持
第二單元
生命運轉手
1.協助成員回顧罹病史對自己在生理及心理上帶來的影響。
2.引導成員繪畫生命線的重要轉折點。
3.形成團體凝聚力，提升成員的希望感及普同感。
1.團體回顧
2.生命線
3.分享與回饋

第三單元
忍術，情緒影分身之術
1.成員能相互交流罹病經驗中，生活型態轉變後所產生的情緒經驗。
2.協助成員探索在罹病時舒緩負面情緒的方式
3.形成團體間凝聚力，提升成員間的人際支持。
1.情緒來開會
2.分享與回饋

第四單元
讓我Carry妳
1.促進成員間去分享尋找社交資源的方式，來增進普同感。
2.協助成員分享照顧與被照顧經驗來表達的心理需求。
3.引導成員可以彼此分享感謝經驗，藉由人際支持來鼓勵彼此能對重要他人表達祝福。
1.盤點好資源
2.資源百老匯
3.分享與回饋
社會支持理論：社會互動性支持
第五單元
命運時光機
1.協助成員繪製理想地圖，從感謝經驗來產生新故事，去探索重要他人及成員彼此對於自身抗癌的支持。
2.引導成員間看見罹病過程所帶來的禮物，發展出替代性故事。
3.發展成員間的人際支持，協助彼此的關係發展。
1.我們怎麼了
2.我的敘事地圖
3.分享與回饋
社會支持理論：社會工具性支持、敘事治療：重寫對話
第六單元
生活的鬥士
1.檢視成員在生活中的替代性故事對目前的角色所帶來的影響。
2.協助成員間透過繪畫出替代性故事的自畫像，來湊齊成員故事所需的不同響應者，以利發展出偏好的故事。
3.促進成員相互鞏固偏好的故事所需的有形、無形資源。
1.暖身活動
2.嶄新的自己
3.分享與回饋
社會支持理論：工具性支持、敘事治療：會員重新整合
第七單元
家的避風港
1.協助成員能分享在創造故事前與故事後面對困境的例外經驗。
2.連結成員間分享生活中所期待的優先順序，以來穩固偏好故事的日常發展。
3.引導成員能相互鼓勵及支持，來協助成員準備結束關係。
1.暖身活動
2.生活的理由
3.分享與回饋
社會支持理論：情感性支持、敘事治療：獨特意義經驗
第八單元
讓我們心連心
1.分享個人在團體中所累積到的欣賞與感謝來展開新的生活。
2.藉由治療性文件來協助成員間情感的連結與道別。
1.我的生活
2.我們的力量
3.愛的聖典
社會支持理論：社會互動性支持、敘事治療：治療信件


























四、研究工具
（一）量化研究工具
1.癌症病人失志量表中文版
採用洪曉琪、陳虹汶、張義芳等（2010）所編制之癌症病人失志量表中文版作為乳癌病友失志程度之測量工具，該中文版量表已與第一作者共同簽署授權同意書。量表由五個面向「無意義感」（共5題）、「情緒不安感」（共5題）、「沮喪感」（共5題）、「無助感」（共4題）、「失敗感」（共4題）所組成，其中，其中「我的心靈平安」這道題目因占太多成分而需予以獨立，這樣的差異，推測與國人之文化相關，共24題。
本量表以Cronbach’s alpha 檢視其信度，計算全量表的內在一致性其Cronbach’s alpha 值為0.92，而各個面向之cronbach’s alpha 值範圍為0.63 至0.88。因素分析後各因素分別為「無意義感」(LM; loss of meaning)、「情緒不安感」(DS; dysphoria)、「沮喪感」(DH; disheartenment)、「無助感」(HN; helplessness)、「失敗感」(SF; sense of failure)等五個面向的內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 值分別為0.84、0.69、0.88、0.72、0.63；其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Likert Scale)方式作答，受試者分數越高，代表個體失志程度越高；反之，受試者分數越低，則其個體失志程度越低。
本團體雖期盼運用支持性團體來降低因罹患乳癌所導致的失志情緒，近年來已有研究指出有「戰鬥精神」(fighting spirit)的乳癌患者有較長的生存期。這種精神特質的患者通常會採取直接的對抗和冒險的態度來面對疾病(Mulder et al, 1992)，同時，洪曉琪等(2010)也發現失志現象與癌症病患之生活品質呈現負相關的特性。
當病患面臨生存危機，不知如何面對、也無法改變自身所處環境時，生活品質隨之受到影響。這個結果，與過去針對癌症病患之生活品質調查結果相符，雖然影響生活品質的原因是多面向的，但失志現象已是我們不能忽略的一點。故使用此量表以了解乳癌病友的失志程度變化，是用以探索乳癌病友如何運用內在、外在資源維持環境中的復原因子。

（二）質化研究工具
團體全程錄影，並由兩位諮商所學生擔任觀察員，每次團體結束後，領導者（第一作者）利用觀察員紀錄及錄影影片撰寫團體紀錄。紀錄內容包含：乳癌病友與兩位領導者互動情形、重要事件與處理方式、個別乳癌病友單次情形及領導者反思。與協同領導者初步確認紀錄內容，針對需要修改處進行修改或補充，並與觀察員分析團體互動後完成紀錄並與團體督導討論，以瞭解團體動力和歷程以及每位乳癌病友狀況。
後續質化資料的分析，乃針對團體中乳癌病友的回應謄寫為逐字稿，由兩位作者檢核逐字稿與意義單元摘要描述的一致性，並進行意義單元歸類的討論與主題命名的修正。
肆、研究結果
一、乳癌病友於前後測之量化分析
本團體評估以「癌症病人失志量表中文版」上所獲得之資料作為分析的依據，包含：失敗感、無助感、情緒不安感、無意義感、沮喪感，其以進行無母數Wilcoxon符號等級檢定。乳癌病友於失志程度分數之平均數、標準差及Z值顯示於表三。
表三「癌症病人失志量表」前、後測：Wilcoxon符號等級檢定

前測
後測
Z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失敗感(SF)
5.60
6.19
3.40
3.13
-1.890
無意義感(LM)
8.60
4.21
3.0
4.24
-2.023*
無助感(HN)
9.60
4.04
2.40
3.28
-2.060*
情緒不安感(DS)
8.0
4.24
5.60
3.91
-2.041*
沮喪感(DH)
10.6
5.46
4.20
4.02
-2.032*
總分
42.4
22.96
18.6
17.44
-2.023*
*p<.05







由表的資料顯示，乳癌病友經過參與八次的支持性團體後，於「癌症病人失志量表」中之各項分數均有下降，五個向度裡，僅有「失敗感」未達顯著，經八次團體後，乳癌病友失志程度有顯著改善，增進與自己的內在連結，促進支持的力量帶來社會支持的力量，在無意義感、無助感、情緒不安感及沮喪感等四個向度達顯著差異。
若將此結果與活動設計及團體帶領者和偕同帶領者在團體帶領的引導方向，理論取向以社會支持理論及敘事治療，因此講求個人成長與生命故事的拓展，此支持性團體帶來了支持的力量，增強個人內在的力量，使「無助感」為五個向度中前後測分數進步最多的項目，下降了7.2分，不僅如此，支持性團體帶來互助的力量，也使「沮喪感」在前後測分數共下降了6.4，本支持性團體將活動放在乳癌病友的人際支持力量，在整個活動設計當中，「情緒不安感」降低幅度僅有2.4，這來自活動的設計上大多都是乳癌病友互相鼓勵及支持為多，較少深入探討個人內在經驗，八次團體裡僅有一次是針對探索複雜情緒做討論，但那一次探索情緒的環節結構性較高，因此，可能是也是這個原因導致在「情緒不安感」的下降分數僅有2.2。
二、乳癌病友於團體歷程的失志程度動態變化
[bookmark: _Hlk131945531]透過支持性團體的介入，對於乳癌病友最重要的幫助是無助感、沮喪感，這也不難發現支持性團體是提供一個安全的氛圍，彼此可以談論共有的議題且相似的一群人群聚在一起，彼此會形成一股強而有力的姊妹情誼，團體歷程能促使個人更有力量，且沮喪感也降低了，惟可惜的是失敗感的降低幅度並不顯著，其可能是來自在團體活動設計上，並不強調乳癌病友的成就動機，比較重視乳癌病友之間的親密動機以及彼此交流或互動，這也是可以被理解的。
在第三次團體的時候，設計有關情緒的活動，但由於過於結構化，然而，生活的困境，本來就伴隨著情緒議題，團體帶領者在帶領過程中，並未考量將情緒周延化，導致情緒不安感下降分數僅有2.4分，本團體較著重在乳癌病友間彼此互助、支持，過程中，深化個人存在議題的主題，是透過敘事治療來完成，但在第五次團體之後，比起原先參與團體來看，確實打造自己的新名字，讓乳癌病友對自己更加有信心，即便下降幅度是第三高，但仍可看出該支持性團體，能有一定程度替乳癌病友創造新故事來以展開新的生活。表四　「癌症病人失志量表」之量表施測分數摘要如下：



表四「癌症病人失志量表」之量表施測分數摘要
分量表
平均數
無意義感(LM)
情緒不安感(DS)
沮喪感(DH)
無助感(HN)
失敗感(SF)
參與團體前
8.6
8
10.6
9.6
5.6
第3次團體
3.2
7.8
6.2
4.4
4
第4次團體
4.4
7.4
6.6
5.2
5
第5次團體
3
6.5
4.5
2.75
3.25
第6次團體
4.25
6
4.75
3.5
3.25
第7次團體
3.4
7
6.4
3.4
4.2
第8次團體
3
5.6
4.2
2.4
3.4
分量表
總分
最高分
20分
20分
20分
16分
16分

最低分
0分
0分
0分
0分
0分










本研究發現，姐妹支持性團體能夠減少乳癌病友的沮喪感，從起始的10.6分降至2.4分，減少了7.2分，主要歸因於團體帶領者在團體中加入人際支持的元素。乳癌病友學習到如何在每次團體中表現正向的行為示範，進而吸引其他乳癌病友的學習和關注。該團體提供情感支持和實質幫助，乳癌病友可以分享彼此的經歷和感受，互相鼓勵和支持等幫助。該團體歷程經歷了八次，雖然部分乳癌病友未全程參與，但該支持性團體仍然帶來了豐厚的力量，讓乳癌病友在生活中擁有更多足夠的非支持系統。該團體的成功表明團體支持對於個人心理健康和社會適應的重要性，因此應積極支持和發展各種形式的團體支持，以提高社區乳癌病友的整體健康水平。圖一　團體歷程之失志程度變化如下：
[image: ]圖三　團體歷程之失志程度變化
三、團體經驗中的「SUPPORT模式」
（一）姐妹情誼(Sisterhood)
Coreil等(2004)將團體融入敘事觀點，能對乳癌病友有嶄新的觀點，其認為是適應性、治療性的，描繪人有自我實現的機會，並同意乳癌病友在團體中具備交流資訊、分享及病經驗及提供力量，更發現她們具備姐妹情誼中的啦啦隊功能，可以彼此著重團體內個人友誼的發展，並提供賦能的機會。
參加團體過程我們去相互學習，在姐妹身上讓我可以相互吸收，同時可讓我多看到他人的關心，並調整合用的方法，病收下來。(A-1-2)
自己變得很會把握時間，在D、C身上學會如何安排生活，看到別人的好，自己也想要學習，並在D身上學習到要開始做自己開始，在我的生活我也這麼做。(A-3-3)
我看見E的穩重，C的樂觀以及D很會安排、做自己的這樣的好處。(A-5-1)
來到團體雖然對生活幫助有限，會有種環境的失落感，但每次來參加團體都有種我們可以克服的感覺。(B-3-2)
D是個行動力強，覺得很讚，想跟他學習；B的狀況讓我想在之後來更了解她的身體狀態和知道她現在過得好不好。(C-5-1)
我覺得C手作很強，很多才華，也願意分享、幫助姐妹以及A的人生經歷多，可用自己的方式幫助別人。(D-5-1)
很捨不得B的狀態，同時對C感覺她她很能分享困境的轉化上的分享，即把快樂的一面帶給大家。(E-5-1)
過程中可以聽其她姐妹的想法，去表達內心的經驗。(E-6-1)
團體過程中，發展乳癌病友之間的情誼是一個重要的關係發展，同時，在八次團體當中，團體帶領者運用感謝經驗，來協助看見彼此的正向所在，同時，協助挖掘彼此的優勢，鞏固了自己好久以來未能看見的優點，同時，協助去相互學習、相互理解，該姐妹情誼促使乳癌病友並不孤單，同時更能去長出自己的力量，之後更自主成立LINE社群，鞏固該姐妹情誼在日常生活中。
（二）普同感(Universeral)
Coreil等(2004)爰引自Riessman(1997)來提到人藉由幫助他人來幫助自己，支持性團體提供一個安全環境，分享個人經驗、支持以及協助的角色，協助者可獲得一種控制感，當能去利他就不會感到無助；詹美玉等（2014）提到乳癌病友志工團體的過程，協助以團體型態來進行可增加人際接觸之機會，有些難以言喻的苦痛經驗，因其共同經歷的人分享，在其同理基礎上，也有助於凝聚病友志工間的情感連結與支持的力量。
來到這便讓我日子比較好過、不孤單。(B-3-1)
在參加團體的時候，交流的頻率多了，就有聽到彼此的感覺，讓我在過程中感覺到有凝聚力。(C-6-1)
團體進行過程中，發展乳癌病友之間的關係是首要任務，協助在團體歷程中看見自己的復原經驗以及成功經驗，透過分享個人罹癌經驗，這會帶出個人的脆弱事件，並在過程中，因病友對疾病的相似性，皆能給予支持與協助，過程中，發展出有別於姐妹情誼以外的普世價值經驗，就好像是我們都很理解彼此的辛苦與不簡單，該信念在團體的現場有較強大的情緒渲染，同時，乳癌病友間更重視彼此的支持、接納與非肢體的接觸來進行連結。
（三）參與在成員間(Partaking With Members)
吳秀碧（2020）提及真實的關係(real relationship)是一種「個人的關係」(personal relationship），重視存在兩人多更多人間的顯現程度，認為每個人都是真誠對待對方，且以合適的方式看待對方，真池的關係有兩個重要元素，就是「誠懇」(genuineness)即「真實」(realism），前者可視為心理治療的參與者，彼此以個人的實在性(authenticity)呈現；後者以體驗或知覺對方是實在的或正確的，而非反映知覺者的害怕、期待或需求，且重視治療師在團體進行中，可以用真實關係作為交流的治療關係的品質基礎。
一開始我是想要分享經驗、和憂鬱的心情，來表達關心，後來參與團體之後，我從做自己及聽不下去到後來可以傾聽。(A-1-1)
感覺很好，能減緩情緒很重要，讓我情緒穩定、有自信心。(B-1-1)
在團體中讓我可以換個環境、靜靜心，與大家交流跟分享經驗。(B-2-1)
疫情之後，自己的情緒受影響，希望來參加團體可以修正自己的情緒可換位思考看待生活的人事物，而在參加後自己在團體有一些進步的地方，來團體會想要真誠的表達。(D-1-1)
我覺得團體過程的設計、引導很好，看到平常不同的自己，聽到多元的生活經歷，可以換位思考。(D-6-1)
我可以去認真傾聽、給予對有需要的回饋。(E-3-1)
乳癌病友間主動分享、感受到乳癌病友的真摯邀請及回饋是重要的，彼此能感受到乳癌病友間的真實關係，同時，透過團體程序學習到的傾聽，讓乳癌病友間更有機會能好好認識對方，彼此分享的罹癌經驗更拉近彼此的距離，能透過口語及非口語的力量來提供支持，因此，「參與在成員間」的積極投入的態度就顯得十分重要，這著重乳癌病友是否能專注於團體中的每一個分享對話以及關注於每一位乳癌病友所分享的對話素材中。
（四）平行經驗(Parallel Experience)
彭秀玲（2020）提到近年的研究不斷地探索癌後復原與成長的現象，並重視罹癌歷程的心理發展是苦痛和成熟共存的複雜關係，認為個體會有主觀幸福感的失落，亦即憂鬱和焦慮的負面情緒較多，但能可透過心裡幸福感的優質化，來重協找到適合自己的生活品質。
可以在團體裡開放的下去表露個人深刻經驗，且勇敢、表現自己。(A-2-1)
可以換位思考去想別人的狀態。(A-4-2)
也可以察言觀色，知道別人臉色不對自己會換個方式講。(A-4-3)
我感覺到參加團體是有意義的，每個人都是獨特的。(A-6-1)
讓我知道說自己的幫助、分享會在無形當中幫助到別人，讓我更願意幫助對方。(C-2-1)
學習到互動的過程，會去釐清的溝通，討論綜合性的作法，在家庭會去找到彼此都可以接受的作法。(C-3-2)
參與團體的過程中發現自己被同理，也願意去表達自己的同理與支持。(D-3-1)
團體進行過程中，協助乳癌病友找回內在的主體性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當自己發展出適應性的改變，去將在團體學習到的新改變，落實在日常生活中，便會學習到適合自己、帶得走的核心能力，乳癌病友間在團體結束的四個月內，都學習到換位思考、勇敢做自己的核心價值。
（五）無所畏懼的心(Omnipotent)
彭秀玲（2020）認為乳癌病友會回到日常生活當中，在治療與生活不斷的交錯，許多生理心理社會因素會不斷影響個人生活型態，比如是罹病年紀較輕、個人特質、身體健康狀況、社會環境以及生活壓力，而這些會是個人在疾病適應良好的關鍵。
把成員的經驗，學起來放到生活中，把想法講出來，所以我們要來協會做志工，我們可選擇做自己，為何要放心裡，過程中讓自己更有正義感。(A-3-2)
學習到用敢做自己、認為自己可以更棒，在付出時更開心，學到把握當下最重要。(A-6-2)
想要學習有受用的方法，過程中，我的同理心多一點，在家庭中，聽了些什麼，會去對話，以前比較是默默承受。(C-1-1)
在外面比較敢去表達自己的想法。(C-4-1)
更可以覺察自己、聽見不同負面經驗，自己面對負面經驗的時候可以活在當下，較能不在乎他人眼光，重心專注在自己的改變。(D-2-1)
我也透過分享更能去感恩身邊的人，讓關係更透明。(D-3-1)
在參加團體之後，我可以去突破現狀知道自己內在的價值需求，讓自己有掌控感。(D-4-1)
知道如何跟親人互動，放下內心對別人的眼光，比較能做自己，改變負面想法，也學到如何在團體進行表達，更可以去看待生活的角色。(E-1-1)
認識到自己能轉化負面的經驗，也可以接納不同的聲音。(E-2-1)
較會包容家人，看待他人的想法是很真誠地想了解他人或換位思考。(E-4-1)
經過八次的乳癌病友開始能展現勇敢、轉化經驗以及擁有換位思考，並勇於去與家庭乳癌病友對話，而更能將經驗回到當下，而非反芻過往習慣的行為模式，反而更加注重個人當下的生活體驗與個人經驗舒適度。
（六）內在秩序感(Regular Sense Of Self)
吳秀碧（2021）提到團體程序對團體的重要性，並且乳癌病友在團體的當下所進行的活動、議題尚未結束，且隨即進行下一個主題，在當前的議題還沒終了，即往下一個議題進行，會形成混亂的局面，這帶給系統，無論是個體的系統或團體的系統都是很大的壓力，團體楚楚在這個發展階段很不舒服，因此協助乳癌病友完成團體中的每一個議題討論是重要的，這協助乳癌病友間發展適切的內在秩序感，來形成一個安全的經驗。
在團體裡學會到要讓自己做想做的事情。（A-2-2)
參加之後，我的生活較規律，能去做想做的是，並且可以即知即行，做想做的事情。（A-4-1)
在團體裡，我學會一個等待一個發言，這讓我有好的掌控感，像最近我體悟到假日也許可以休息，但不能侷限自我，所以我把握了見客戶的時間，也因為我去做了，所以我就找到了新客戶。（D-4-2)
將時間安排順序，更能去表達自己的需要讓自己更自在。（E-3-3)
會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先做，把自己的需求、想法帶到自己可做到的範圍裡面。（C-3-3)
團體過程中我從一堂學習到整理自己的生活任務，學到要去整理輕重緩急，更會去掌握高效率的方法。（D-3-3)
在團體的進行過程中，乳癌病友發言的狀態此起彼落，有時會同時發言，但較少有不發言的時候，但是，當能去逐一引導乳癌病友發言的順序，這儼然成為一種團體秩序，這協助團體能提供較為安全的環境，而在乳癌病友離開團體後，其紛紛表示自己更有規律安排自己的生活，一來是在團體中，經歷到發言順序帶給自己的自我控制的重要性，也協助自己在過程中，透過真實的傾聽去真正的了解他人，進而形成適應性的改變，在團體所經驗到的團體秩序，在生活中形成一個內在秩序感，能得以安排適合自己的生活任務。
[bookmark: _Hlk134573945]（七）身心觸覺(Touch Of Body And Emotion)
李玉嬋等（2013）在一項親密關係團體諮商的研究中，提到身體接觸的活動最有幫助，這是使得乳癌病友認為有幫助的活動，透過身體接觸產生身體感覺，協助夫妻身體親密感受為目的，除了身體上的觸覺，在社會的親密也值得被重視，乳癌病友對於人際關係網絡的重視，同時獲得社會支持，是參與團體的收穫，協助夫親更願意探索人際互動關係在團體發酵的改變，進而形成適應性的改變，協助促成夫親社會親密知覺改變的重要因素。
會想要導引到善的那一面，以善的念頭來分享，當姐妹情緒有不同的時候，想要幫助對方，給一個擁抱。（C-3-1)
參加完團體感覺自己狀態變好了，但是回家狀態不好，情緒狀態過一陣子都較不好。（B-4-1)
我對C印象深刻，也比較放心她，她曾在我去車站，聊了很多我們相似的狀態，那次就很開心。（B-5-1)
團體初期，乳癌病友間相互分享罹癌經驗，而這段經驗是非常深入的，然而，乳癌病友間的非口語訊息，給予擁抱及相互掉淚這樣的真誠片刻，是促使乳癌病友間產生重要的身體感覺來源之一，然而，個人於團體的感受多是正面的，但卻有不同因素影響著，有的是被團體氛圍給影響，而有的是乳癌病友願意給予直接的肢體回饋給動容，因此，身心觸覺對於乳癌病友是重要的，也是最實際的交流方式。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團體諮商對於乳癌病友失志程度的影響，並探討支持性團體介入形式的成效。研究結果顯示，經過八次團體後，乳癌病友在「無意義感」、「無助感」、「情緒不安感」和「沮喪感」方面有顯著的改善，顯示出乳癌病友之間的情感連結、分享罹癌經驗以及人際支持的感謝經驗，有助於降低乳癌病友的失志程度。然而，「失敗感」方面的改變並不顯著，可能是因為團體活動所強調的支持和互助精神，未將焦點放在個人成就經驗及失敗經驗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團體經驗中，促進姐妹情誼、提供希望感和配對乳癌病友間的人際支持等因素被視為主要任務，其協助乳癌病友引導洞察及表達生活中的勇氣，並嘗試不一樣的生活經驗是重要任務，從而獲得對生命意義，讓自身發展出適應性的面對失志的力量。考量團體安全感的營建，重視當下相互支持和感謝經驗，這些都是支持性團體介入形式的成效之一。
二、建議
針對對未來相似性質、議題的癌症團體設計之參考與建議如下：
（一）運用不同的理論於乳癌病友團體：減緩乳癌病友失志狀態是重要的，但不同的理論關注的焦點有所不同，以社會支持理論與敘事治療，提供另一種理解與嶄新的故事來重新認識自己，事實上，就團體活動的討論中發現，乳癌病友較需要穩固的安全感來進行舒適的分享，因此，能若能以情緒為基礎理論進行出發，也許能有更多不同結果的呈現。
（二）團體次數：乳癌病友需要較長期的支持團體，包含須面對死亡焦慮、自我形象重建、社會其是、性關係的焦慮、資訊保健的討論及生活型態的改變，故此有較多元的主題需要討論，因此，團體次數考量建議以十二次到十六次為佳。
（三）安排追蹤測驗量表於團體結束三天後：團體進行過程中，為了有效掌握乳癌病友的狀態，在考量乳癌病友初期狀態浮動較高，除了團體前測外，自第三次團體以後，皆有進行團體測量，過程發現除了能良好探測該次團體動力與失志量表間的關聯，同時也能提供團體帶領者進行第三視角的反思，惟可惜的是，未能在第一次及第二次進行測量，這考驗了團體帶領者的謹慎的心思，未來建議進行全程的測量，因乳癌病友狀態起伏較大，稍有變化則會很是影響團體動力的形成。
（四）團體活動進展可依據乳癌病友特性及議題抒發的即時性做調整：本團體設計即在提供乳癌病友表達、回饋及反思，但在整個團體歷程中，會發現乳癌病友的理解狀態、情緒狀態不一致，需要較多引導的協助，同時，彼此有較大機會出現被傾聽的獨特經驗，這在日常生活當中是稀有的經驗，故實際質性後發現乳癌病友有較多分享、連結的需求，故活動調整成將較為結構化的活動、多段落分享的環節全部刪除。雖結構的活動可以促使更多的素材，但協助乳癌病友專注在彼此的此時此刻經驗更是重要，所以，在帶領過程若能彈性的調整團體的結構，更可以提供自由深化的機會來探索意識層下的內在議題，對於團體能有更多元的分享材料，也可協助鞏固乳癌病友建立起的社會網絡，發展姐妹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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